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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对大众文化的重新评价以及电影研究中理论重心的转移，影星

现象成为文化和电影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由于影星连接着电影制作、电影文本以及电影观众，

研究影星现象一方面可以让我们重新检视电影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影星

是如何在特定社会中被塑造出来、被解读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社会是如何通过制造影星来

生产、传达有关个人的价值观念的。

就中国电影而言，一些影星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青睐。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标

志性人物，也因为他们身上汇集了关于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话语。例如，阮玲玉———一个活跃

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默片时期的悲剧性影星，不但象征着受困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和资本主

义的中国，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标志、推手和牺牲品①。武打明星李小龙，通过融合精湛的武

艺和爱国精神于一体，不仅重振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功夫片，更在世界各地激发了中国文化

民族主义。而当今国际影坛上最具盛名的中国影星———巩俐，她的声名鹊起和中国第五代导

演在世界电影中的崛起相辅相承。巩俐的影星现象，得益于将“中国性”本质主义式的理解进

行资本化，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资本市场上的挣扎②。

陆小宁

将张瑞芳作为一个典型的“红色影星”来研究是因为她代表了与资产阶级观念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理想。

在毛泽东时代，电影明星被称作“电影工作者”，以此强调电影制作是集体的社会实践。本文探讨了“模范人物”在银幕

上下的语境。在被移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然表演体系中，演员和角色两者融合，所以表演的过程就是在一个理想

化的社会里按照社会主义模范公民的样板去塑造自我。

张瑞芳：塑造社会主义的红色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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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电影（1949—1966）中的影星却未得到学界充分的关注，尽管这

些影星称得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也是毛泽东时代大众文化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影星研究中的这种不平衡状态，提醒我们的影星研究中一个未被质

疑的前提：影星乃好莱坞的和类似的工业生产的副产品。同时，这种不平衡状态也揭示了学界

对将影星研究从商业文化的分析框架中脱离出来的迟疑。研究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影星现象是

十分有必要的。首先，这类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别于好莱坞模式的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其

次，由于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影星现象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论式的共

存，这类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公众人物与大众之间的动态关

系。

本章使用“红色明星”（即同时具有出色的银幕表演和社会表现的明星）的概念，以女明星

张瑞芳（1918年生）为个案，来检视1949年至1966年间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中影星的建构过程。

基于对国家电影中各种电影传统的对话性以及社会动员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辩证性关系的考

量，本文试图运用“红色影星”这一概念对毛泽东时代影星现象的社会历史具体性进行阐释。

二、将“影星”问题化

作为毛泽东时代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电影明星，张瑞芳以在银幕上塑造与时俱进的女性

积极分子形象而闻名。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张瑞芳表演的电影角色多为正面的进步的女性，

如经典战争片《南征北战》（成荫、汤晓丹导演，1951）中的女民兵干部，传记片《聂耳》（郑君里

导演，1959）中的女地下党员，《万紫千红总是春》（沈浮导演，1959）中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城市

妇女。不过，张瑞芳最为出名的电影角色则是李双双———同名影片中的主人公。《李双双》（鲁

韧导演，1962）讲述了人民公社中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妻子李双双是一个模范社员，她大公

无私，性格火辣，经常口直心快地批评别人损公利己的行为。丈夫孙喜旺则性格温和，是一个

保留着封建旧观念和旧意识的老好人。喜旺常常为李双双的积极行为感到尴尬，并阻挡她在

公社里去挑那些容易得罪人的担子。在一系列小打小闹、分分合合之后，这对夫妇重归于好。

临近片尾，喜旺对双双心服口服，诚心向她学习，努力成为一名好社员。由于这部影片的空前

成功，观众开始亲切地称呼张瑞芳为“双双”。1963年，张瑞芳获得了由《大众电影》杂志主办

的、观众评选的“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称号。此时，她的影星地位达到了巅峰。

但是，称张瑞芳为“影星”不无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毛泽东时代，“影星”这个

词已从日常流行语中消失了。作为一个带有贬义的名词，“明星”意味着一切源于资本主义的

负面的东西，比如，堕落的生活方式、傲慢的姿态、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具体到电影，“影

星”唤起的直接印象是商业社会的感官符号———迷人时尚的好莱坞的或旧上海电影的明星，

因为“影星”文化是观众参与电影最为凸显，从而电影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影星文

化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试图建构新中国电影———“人民电影”———战线的前沿。勿庸置疑，中

国共产党为转变影星文化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党领导下的电影评论对好莱坞电影和“有害的”

国产电影进行了批判③。此外，考虑到印刷文化对传播的令人难忘的影星形象以及滋长的对个

人的盲目崇拜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清除了民国时期畅销的影迷杂志，如《明星画

报》、《明星家庭》、《影星专辑》、《影迷俱乐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带有强烈国家意识题名的杂

志，如《大众电影》、《人民电影》、《中国电影》等。

毫不奇怪，电影演员，即便是那些成就非同寻常的电影演员，连同导演、编剧、摄影师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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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社会主义电影的从业者一起，开始共享同一个称号：“电影工作者”。这一称谓直截了当地

让人意识到，影星首先是运用自己的自然特征、天赋和学得的技艺去表演或工作的劳动者，它

进一步表明社会主义特有的伦理价值———劳动是光荣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主义中坚固的人

人平等的观念，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劳动培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确定

了阶级分界。那时的影星之所以受人喜爱，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神秘的、超凡脱俗

的特征，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大众能够与自我联系起来的、自力更生的有才艺的劳动者。至少

可以说，电影工作者的称号有助于重新定位影星和观众之间的关系：鼓励影星和观众之间亲

密的同志关系，而不是观众对影星的痴迷。

基于上述原因，我使用“红色明星”这个概念，检视在毛泽东时代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的

电影工作者。张瑞芳的影星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作为一个银幕上的模范社会主

义者和银幕下的优秀工作者，张瑞芳吸引人们去认同她和仿效她。这一案例试图打破长久以

来以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为主导的对女影星现象进行阐释的分析模式。

劳拉·莫维 （Laura Mulvey）对电影中视觉愉悦的著名论断———男人观看和女人被观

看———不但激发了对观看行为和观看愉悦的进一步讨论，对女影星的研究也有着特别的影

响。女影星，作为银幕形象在客观世界中的延伸，依旧是恋物对象。换言之，女影星只是欲望的

对象，而不是认同的主体④。另一些影星研究，加入了对人种、阶级和族裔问题的考量，从而质

疑莫维的范式，并将其复杂化⑤。新近的关于观众、尤其是对于影迷的媒体研究也指出了令人

兴奋的新方向。通过强调观众的创造力，这些研究让我们认识到观众在复制、创新影星形象及

其相关话语中，作为生产者的重要作用⑥。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范

式去解释“红色明星”。考虑到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观众很难形成一个自立

的阐释群体。观众对电影和明星的反响舆论在报纸、杂志上随处可见。不过，这些反响舆论都

受到当时盛行的社会政治话语的影响，并且在被不同媒体采用时都必须符合相应媒体的具体

编辑方针。

我使用“红色明星”这个概念，注重考察在社会主义中国对宣传的总体性组织管理和文化

生产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我将影星现象和在毛泽东时代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联

系起来。毛泽东曾对模范人物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做出过如下阐述。模范人物作为投身

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为普通群众树立了好榜样。模范人物作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是

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⑦。因此，我提出了关于“铸造”

（modeling）的理论范式，以此来理解“红色明星”，尤其是张瑞芳这一具体个案。在认可“红色明

星”在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的同时，这一范式拓展了对影星进行解构性阐释的空间。如果

说，模范人物为将大众塑造成理想的公民提供了原初的、理想化的模子，并且成为社会的中

心，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中心是否具有确定性，不变性和本质性。

三、影星形象

在1962年和1963年间，张瑞芳在公众间被宣传的形象经过视觉上的调整以及相关话语的

累积，被固定为社会主义模范人物的影星形象。1962年6月，即《李双双》公映前的三个月，《上

海电影》杂志发表了该电影的一些宣传照，包括将近半页的好几幅小尺寸黑白电影剧照，还有

一张以田园风光为背景的、以水彩画风格描绘的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彩色跨页图片。后者以鲜

亮的色彩和大尺寸，突出了以喜旺和双双这两个银幕形象出现的男女主演。毫无疑问，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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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艺术给农村题材电影《李双双》提供了最基本的概念和表达形式。运用流行的民间艺术显然

是要让观众对“农村题材电影”这一新的电影类型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调整了观众对《李双双》

的期待，并推动了这部电影的广泛普及。

更重要的是，跨页的大幅图片让人们注意到存在于民间传统想象中的一种特定的女性气

质。这张跨页的左面是肤色黝黑的喜旺，他正全神贯注地吹着笛子。在他身后是一片绿油油的

田野。喜旺的形象细节充分，他额头的皱纹和白色小褂上的褶皱都十分清晰。但是，喜旺的形

象与双双的形象相比，尺寸却小了不少。后者的脸部特写几乎占满了整个的右半面跨页：身着

粉底花布衫的双双有着柔和的面部线条，羞涩的笑容和泛红的脸颊。显而易见，一些民间艺术

中表现女性形象的基本形式要素，都被用来表现李双双的传统女性气质。总体来说，李双双的

形象是静谧的。她的留海随意地垂在前额，她的右手托着下巴。她无忧无虑地微笑着，眼睛充

满着对未来幸福日子的憧憬。这是一个漂亮安分甚至被动的女性形象。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

张瑞芳的推出虽然属于整个电影宣传的一部分，这时对她的宣传依靠的却是与她银幕性格截

然相反的一些元素。这幅运用传统水彩画的基本惯例和元素塑造出来的缺乏个性特征的女性

形象，恰恰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可以让我们理解在1962到1963的一年中张瑞芳影星形象在

建构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变化。

1963年6月，紧接着张瑞芳获得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大众电影》在第五和第六期合刊封面

上登载了最为著名并广为流行的张瑞芳宣传照：一张她以李双双银幕形象出现的着色特写。

相片上是一位肤色黝黑、穿戴整齐、笑盈盈的农村妇女。她稍稍仰着头，抬起的右手放在张开

的嘴边，视线却朝画面外45度的方向延伸，似乎正在召唤着远方的同伴。这幅以仰角拍摄的照

片与之前田园风格的水彩画大相径庭之处在于，它在构图和情感层面都充满了活力。张瑞芳

的脸位于对角轴上，以仰视角度捕捉到的这张特写一反传统的、静止的、单一人物的肖像照的

路数。呼应着构图，这张特写的细节有意将女性特质进行了低调处理，却着力突出了人物力

量、活力和精神。蓝白格子的服饰，北方妇女的发式，健康黝黑的肤色，清晰的脸部线条，又粗

又黑的眉毛，闪亮的充满热情的眼睛，这一切将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子转变为一个信念坚定、充

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由于除去了水彩画中的具体背景，包括配角和乡村景色，这张特

写一方面使得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另一方面暗示了积极向上的农村妇女之用武之地是无穷无

尽的。总而言之，因其半写实的描绘、对鲜亮的色彩的运用以及对女性形象进行男性化处理，

这张封面照片强调了“张瑞芳/李双双”作为一名妇女积极分子与众不同的相貌和动作特征。

由此，它塑造了一个难忘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且预示了那种要赋予无产阶级英雄以显著

视觉地位的革命视觉文化的主流美学观。

从田园牧歌式的描绘到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写的转变，彰显了对张瑞芳影星形象政

治宣传化的塑造。同时，对张瑞芳“社会主义妇女模范”这一影星形象进行加固稳定的过程，也

恰恰暗示了大众对电影《李双双》的接受多元而复杂。然而，国家媒体对受众文化中围绕着张

瑞芳的异质话语的刻意压制，正表明了有必要去想象并最终塑造一个民众可以认同的稳定的

政治文化身份。一些辅助性的话语，包括新闻、影评以及日常言论进一步为铸造张瑞芳这个

“红色明星”推波助澜。这些话语并没有去探索张瑞芳的私人生活，包括她的离异及第二次婚

姻，虽说婚姻生活是这部农村题材影片的中心。相反，通过对张瑞芳表演的大量讨论，这些话

语更多地关注了模范女主人公和女演员张瑞芳本人之间的联系。

很多职业演员都赞叹张瑞芳自然贴切的现实主义表演。无论是双双在大庭广众之下与自

私的社员争吵，还是私下和喜旺拌嘴，张瑞芳都根据不同的情境准确恰当地表现出角色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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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少评论文字还进一步探讨了张瑞芳为何能完成这样令人信服的表演。黄宗英的意见在

这一问题上最具代表性。在她看来，张瑞芳的表演风格与她的个人修养、世界观、艺术锤炼、生

活实践以及日常对人对事的态度息息相关。张瑞芳在现实生活中热忱、耿直、果敢、无私，因此

她能超越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阶级背景，自然而又娴熟地去表演农民角色。据黄宗英观察：张瑞

芳“又不是成天到晚抱着业务不放，在党的事业需要的时候，她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精力”⑧。黄

宗英的话正代表了社会主义中国影星话语的一个突出特征：强调影星的社会主义主体性。这

种话语不是去捕捉影星超凡脱俗的特质，而是在考察演员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责任的大框架下

对影星卓越的表演才能展开讨论，最终把她或他塑造成德才兼备的模范个人。

黄宗英进一步肯定了张瑞芳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并作了如下的描绘：

瑞芳演戏非常朴实。你看她的戏，好像她完全没有使用什么演技。虽然她是一拿到剧

本，就积极地进入角色，角色的魂魄也附体于她。在日常生活中你也能觉察她细微的精神

状态的改变。在她的举止动作中也能看到角色的影子。通过深入生活和排练，她把自己和

角色完全熔铸在一起。这个演员的魅力不是通过自我，而是毫无保留地通过角色性格迸

发出光彩来。俞

如黄宗英所述，克服自我和改造自我，而不是自然地流露真实的感情，促成了张瑞芳对她的角

色栩栩如生的表演。黄宗英评论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它是圈内同行的观察，而更在于它代表了

新中国影星文化中使用的与民国时期商业化话语模式完全相反的一系列诠释策略。渗透于黄

宗英评论的诸多词汇，比如“深入生活”、“把自己和角色完全熔铸在一起”等，都让人想起由俄

国戏剧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创建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表演体系”。

研究中国人如何挪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理解“红色明星”的关键。这一体系不仅锻

炼了张瑞芳精湛的演技，同时也是将她铸造成社会主义模范人物的规训力量。

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塑造红色明星

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导的表演体系是一系列锻炼演员达到自如可信地有层次地表演

的规则。“体系”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意义，不单指演员恰如其分地表演角色时所做的一切，也暗

示表演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模仿。这个体系的中心内容是如下一些观念。首先，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区分了程式主义表演和现实主义表演。他将程式主义表演摒弃为模仿式的表演，而倡导现

实主义表演为真正的戏剧性和艺术性的表演。他强调为掌握现实主义表演，演员必须体验他

或她的角色。其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心理-身体技巧”作为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演员将其

自身与角色融合在一起，并最终成为角色的化身。具体而言，所谓“内心体验”的心理技巧能使

演员“在必要的时候，立即进入一种能够激发灵感的创造性状态”。身体技巧则“包括演员视自

己的身体为表演装置，作好准备，从而在形体上表现角色，进而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在舞台上外

在化”⑩。

自从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在中国话剧创作、

表演和理论探索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輥輯訛。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译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又一

个高潮。1952年，参照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过密切合作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新中国成立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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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民艺术剧院。在1955年和1956年，《电影艺术译丛》杂志开辟了名为《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体系》的专栏。该专栏持续译载了苏联艺术界关于斯氏体系大讨论的文章，包括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的合作者、剧作家弗拉基米尔·涅米洛维奇-丹钦科（Vladimir Nemirovich鄄Danchenko）

的一些文章。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至1963年，中国的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选集》前四卷，其中包括《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和《演员创造角色》。同时，电

影演员们也积极地把该体系付诸实践。张瑞芳在《李双双》中的表演即为明证。为表演她的角

色，张瑞芳选择了大嗓门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作为她那爽直的银幕角色的外型表现。此外，她

准确地再现了北方农民做农活、做家务的细节，并且细微地拿捏了在大胆豪爽和温柔细致两

极间的一系列感情层次。最后，电影技术，包括布光和近景特写，也很好地捕捉到了张瑞芳银

幕表演上的细微变化，进一步加强了她表演的感染力。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实践从来不是对俄国体系的单纯、彻底的

照搬。这种实践始终与各种艺术的和社会的使命相互纠缠，也与中国艺术家们对斯氏体系的

创造性阅读息息相关。事实上，中国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的译介并不注重，甚至省略了斯

氏体系中对一些具体的表演技巧和创造的重要性的论述。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艺术家而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对真实性的表演提供实用的表演方法，而在于

提供了如上所述的表演批评的话语模式。

这一跨文化实践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意义体现在中国演员对斯氏体系的积极追求上。从

这一点来看，该体系是将演员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一种规训力量。这个表演体系不仅掌控

舞台，也规训个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所谓的“演员和角色的融合”构成了这一规训过程的

核心。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只有当演员掌握了如何将自己的心灵和想象中的戏剧

角色的心灵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他/她才能够与角色达到有机地结合。一旦演员与角色融合，

他不仅可以让观众忘记演员在角色外的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也创造了一种可以激发真觉性灵

感的条件。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说，演员与角色的融合不仅弥合了演员作为一个平常人和

表演者之间的距离，对于创作真实有感染力的舞台表演也至关重要。在俄文语境中，融合这一

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促使演员磨励完善自己的演技；在中文语境中，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

成为演员按照社会主义理想进行自我改造的一种驱动力。

中国演员们的敬业追求恰巧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需求不谋而合。张瑞芳出色的表演显

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在一篇题为《扮演李双双的几点体会》的文章中，张瑞芳写道：

我是想追求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人物总的精神面貌，能通过我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

我感到角色在我的身上，我可以毫不含糊的用她的眼睛去看，用她的逻辑去想，我可以立

刻演剧本上没有写的。我总觉得演员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可塑的……演不同的戏，等于上

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同学相处。在不同的生活气氛里感受，加上意识的细致的观察体验

和主动靠扰，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气质，朝向人物起着变化。因此我是特别同意先出外

景，让演员本身先在角色所处的环境气氛里多熏陶熏陶。輥輰訛

在此，张瑞芳对于演员和角色有机融合，以及塑造演员精神状态的这些论述，呼应了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的观点，即演员需要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强烈可塑性的工具，从而在舞台上创造出真

实可信的表演。尽管承认演员有必要重新构建自我，张瑞芳对“体验角色”的前提的理解显然

有别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基于对人性的普遍性和对个性的肯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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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演员的个人经验为表演角色———日常生活的人物———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而对于那些成为

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中国演员来说，他们深知随着历史的前进，新的社会主人翁出现了。正是

因为演员与社会主义英雄之间还存在距离，张瑞芳相信，演员的自我转变是她在形式和精神

上生动自如地表演角色的先决条件。

因此，有别于推崇方法派演技（method acting）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美国追随者，张瑞芳

和她的电影工作者同行并不看重在“体验角色”时无意识所起的作用。也许，对那时的中国表

演家来说，无意识并不可靠。受到历史积淀影响的无意识怎么可能帮助演员去表演新中国的

工农兵角色呢？因而，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普通实际的方法，前往农村和工厂“体验生活”以为

扮演角色作好准备。

如同张瑞芳回忆，在农村的体验生活非常有助于她扮演李双双这个新环境下的典型人

物。除了阅读有关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剧本《李双双》，张瑞芳在拍外景的河南林县与

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儿，和他们交朋友，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李双双的痕迹。这些体验对她想

象李双双的精神状态和外型塑造以及最后扮演这个角色，不无裨益。这种体验生活的锻炼方

式使演员有了新的感性体验，并让他们熟悉工农大众的生活。在此过程中，演员们不但有机会

了解学习他们所陌生的举手投足以及其他身体动作，并可以为他们的表演找到新的视觉化技

巧。如张瑞芳所提到的，长时间的体验生活不仅帮助她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惯，使她的走路、说

话在农民中渐渐地不显得那么个别了。同时，这种体验也帮助她对周围环境和自己与他人的

关系形成了新的认识。换而言之，正是在一举手一投足的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层面，人的无意

识被社会主义文化重写，随后而来的是观念和性情上的巨大改变。

事实上，演员的表演和自我转变是息息相关的。银幕下张瑞芳的表现，无论是作为电影厂

的干部，与电影同行切磋交流，还是向年轻演员传授自己扮演电影新人物的心得，都与她在银

幕上的表演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这是她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银幕表演的延伸。由

此，表演不仅是演员运用个人的创作力去表现角色的问题，也不是演员处理自己作为平常人

和职业表演家之间矛盾的过程，银幕上的表演与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表现交结在一起，模糊了

表现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对于“红色明星”来说，表演从来就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寻找诠释

饰演角色的正确方法的这一过程，即为将自己改造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就此而言，演

员对角色的创造不仅包含了舞台银幕表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为所应为

的能力的体验。无论在银幕上还是银幕下，张瑞芳自觉持久地将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模范的

努力不仅令人钦佩，更有启示意义。她的努力是一种演员全身心地投入的循环反复的演练，这

样的演练不仅反映了张瑞芳的职业精神，也是一种让她成为社会主义模范规训的力量。

五、结论

张瑞芳作为一颗“红色明星”在社会主义中国影坛的升起，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实际却是

中国电影重构、国家宣传以及演员将其银幕表演与社会表现达成一致等诸多因素结合的一个

结果。由于他们在视觉文化中的显著性以及他们与各种非电影话语的紧密联系，“红色明星”

或许是最有效的模范人物。一方面，“红色明星”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为改造大众提供了模

范。另一方面，“红色明星”又打破了模范力量的神秘化。正如张瑞芳的例子所显示，处在社会

结构的中心的“红色明星”被不断地去中心化。综上所述，“红色明星”不仅是大众仿效的对象，

也是为社会主义理想重新塑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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